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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海洋渔业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主要方式之一，与全球数亿人口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存与

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作为世界海洋渔业大国，一方面在推动产业发展、维护世界粮食安全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渔业资源、保证渔业可持续发展方面肩

负着着重大的责任。在气候变化、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海洋环境污染和富营养化等多重因素

的影响下，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近年来，中国不断改进和完善渔业政策，从捕捞产能控

制、尝试推进限额捕捞管理、发展绿色水产养殖业等方面，不断探索更加有效的管理政策和管理

模式。这些尝试是积极有益的，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但是，中国海洋渔业体量庞大，从业人员众多，涉及的渔业作业方式、捕捞品种和渔业水域

复杂多样，管理难度很大；目前的管理体制机制、管理手段和管理策略，都有很大改进空间。为

此，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设立“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专题政策研究（2020-2021 年）

之“建立中国的可持续渔业政策”课题，旨在对比分析中国海洋渔业政策的实施成效，为中国改进

渔业政策与管理，更好地平衡生态保护与渔业发展，同时在“十四五”期间提升海洋治理能力，提

供重要参考。为此，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资本核算与管理体系优化 

（2）加强基础研究和完善管理制度，建立气候适应型渔业 

（3）借助自然解决方案助力可持续渔业发展 

（4）加强沿岸拖网禁渔区渔业资源保护力度 

（5）持续完善近海渔业限额捕捞制度建设 

（6）提升中国水产品供应链的可持续管理 

（7）科学、规范化休闲渔业管理，促进休闲渔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8）探索社区参与、共同管理的渔业资源保护模式 

（9）借助绿色金融助力可持续渔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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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的近海捕捞渔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海洋渔业发展迅速，海洋捕捞产量在 1995 年已超过 1000 万吨，并在

2000 年达到 1477.5 万吨1，跃居世界海洋渔业捕捞大国前列（如图 1 所示）。但随着捕捞能力的增

强与捕捞产量的持续增长，中国的近海渔业资源出现了严重衰退，个体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鱼

类逐渐被小型的中上层鱼类所替代。本小结将简述中国近海捕捞渔业的经济现状与资源困境，并

探讨目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图 1 世界海洋捕捞大国及其捕捞量变化 

一、 渔业经济概况 

（一）渔船 

中国近海渔船是根据马力大小进行分类的。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2019 年中国共

有海洋捕捞渔船 14.7 万艘，总功率 1354.7万千瓦。其中，大于 441千瓦的渔船占比 2.1%，在 44.1

                                                            

1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 

2 农业部渔业局，1949-2020 



 

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 
  建立中国的可持续渔业政策 

3 

 

千瓦与 441 千瓦之间的渔船占比 33.7%，小于 44.1 千瓦的渔船占比 64.2%；有 56%的海洋捕捞渔

船采用流刺网作业，但渔船规模往往较小，功率占比只有 28%；另有 18%的渔船采用拖网作业，

但渔船规模较大，功率总占比为 43%；其次是张网，渔船数量和功率数分别约占总数的 8%和 4%。 

随着海洋捕捞产能控制政策的推进，中国的海洋捕捞渔船总数和总功率数在 2013 和 2015 年

达到峰值后保持下降趋势，年下降率分别为 3.6%和 1.5%，如图 2、图 3 所示。其中，功率小于

44.1千瓦的渔船数量、功率数降幅较大，从 2012年的 13万艘、209万千瓦降到 2019年的 9万艘、

144 万千瓦，分别下降 28.5%、31.3%；功率在 44.1~441 千瓦的渔船数量、功率数降幅较小。功率

大于 441 千瓦的渔船数量、功率数都出现增长，从 2012 年的 1737 艘、116 万千瓦增至 2019 年的

3023 艘、279 万千瓦，分别增长 74.0%、135.3%。因沿岸渔业界定困难且缺乏单独的产量统计，

Box 1: 中国的海洋张网捕捞概览 

2012 年~2018 年张网渔船的捕捞产量平均为 150 万吨，约占国内海洋捕捞平均产量的 12.2%。

期间，2012 年张网渔船的捕捞产量为 164 万吨，之后逐年下降，到 2018 年为 122 万吨，下降了

25.4%。从沿海各省市张网捕捞产量来看，浙江省的张网产量最高，2012 年~2018 年平均产量为 61 万

吨；其次是福建省，平均产量为 33 万吨，第三是江苏省，平均产量为 22 万吨。产量较高的还有山东

省（17 万吨）、辽宁省（7.6 万吨）、河北省（5 万吨）、海南省（3.5 万吨）。其他省市均不足万

吨。 

张网捕捞的渔获对象以虾类、蟹类和幼、杂鱼类等为主，其中幼鱼的比例较高。2014 年江苏沿

海定置张网渔业生产调查显示，各月渔获物主要由虾类、毛虾、大型水母和梭子蟹等种类组成，另外

各种幼小杂鱼杂虾 (一般用于生产饲料，归为“其他”类的渔获物)是定置张网产量的主要来源。上述渔

获物品种各月所累积百分比均在 70%以上，半数月份累积比例超出 90%（刘勇，2020）。 

2010 年对黄渤海区主要渔港、渔村的张网渔业调查显示，在黄渤海区进行捕捞作业的张网共有

4 型 7 式 19 种张网网型，总数量 69 万顶；除主要捕捞海蜇和毛虾的专用张网外，其他张网的最小网

目尺寸均在 4~30mm之间，最小网目尺寸偏小，渔获物都是以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小杂

鱼、鹰爪虾、虾蟹类为主（孙中之，2012）。 

福建海区张网渔业状况分析显示，张网作业对渔获物选择性差，渔获种类组成复杂，约有 370
种。其中鱼类最多，占总种数的 77%；甲壳类占 20%，头足类占 3%。小型大宗鱼虾类包括七星鱼、

麦氏犀鳕、小公鱼、细鳌虾、毛虾等，合计占渔获物的 40%～ 50%。中型经济虾类如中华管鞭虾、鹰

爪虾、须赤虾、哈氏仿对虾等占 8%～ 10%。主要经济种类如带鱼、二长棘鲷、蓝圆鰺、鲳鱼类等幼

鱼幼体占 20%～ 25%，其中带鱼幼鱼占经济幼鱼、幼体渔获重量的 50%以上（张壮丽，2005）。 

南海北部张网作业调查显示，南海北部现有张网的主要型、式包括樯张竖杆张网、双桩竖杆张

网、单桩桁杆张网、双锚竖杆张网、单桩竖杆张网、多桩竖杆张网、双桩有翼单囊张网、双锚竖杆张

网、双锚单片张网、樯张张纲张网等 5 型 5 式。其中以双桩竖杆张网、双锚竖杆张网、樯张竖杆张

网、单桩桁杆张网为主。这些张网网目较小且没有选择性，渔获物基本是以小型经济鱼类和虾类为

主，多种经济鱼类稚幼鱼的兼捕现象也很突出，在某些季节张网渔获物中经济幼鱼比例高达 80%以上

（晏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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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功率小于 44.1 千瓦张网捕捞渔船和产量代表沿岸渔业。Box 1 概述了中

国海洋捕捞中张网捕捞的总体情况。 

 

 

图 2 中国捕捞机动渔船总数（万艘） 

 

图 3 中国捕捞机动渔船总功率（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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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渔获量 

2019 年，中国的海洋捕捞产量为 1000.2 万吨，较 2012 年的 1267.2 万吨下降 21.1%。其中，

东海区的捕捞产量最高，2012~2019 年平均产量为 475.5 万吨，约占全国近海捕捞总产量的 40.2%；

南海和黄海的平均产量为 344.5万吨和 290.4万吨，分别占全国近海捕捞总产量的 29.1%和 24.6%；

渤海的产量最低，为 90.19 万吨，约占全国近海捕捞总产量的 7.6%。 

从作业类型来看，中国的海洋捕捞中拖网产量最高，2012~2019年平均产量为 570.9万吨，约

占全国近海捕捞总产量的 48.2%。其次是刺网，平均产量为 265.6 万吨，约占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

的 22.4%。张网、围网和钓具等其他渔具的平均产量为 145.6 万吨、98.0 万吨和 121.6 万吨，约占

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12.3%、8.3%和 10.3%。 

从渔获物的组成来看，鱼类的产量最高，2012~2019年平均年产量为 827.1万吨，约占全国海

洋捕捞总产量的 69.9%。其次是甲壳类，年均产量 221.1 万吨，约占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18.7%。

第三是头足类，年均产量 65.5 万吨，约占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5.5%。其他种类合计为 87.9 万

吨，约占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7.4%。Box 2 中具体介绍了中国海洋捕捞渔获物的构成。 

Box 2: 中国海洋捕捞渔获物构成 

鱼类当中，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的产量最高，2012~2019 年平均产量为 104.24 万吨，约占

鱼类总产量的 8.8%。其次是鳀（Engraulis japonicas），平均产量为 81.81 万吨，约占鱼类总产量的

6.9%。第三是蓝圆鰺(Decapterus maruadsi)，平均产量为 55.25 万吨，约占鱼类总产量的 4.7%。产量

较高的还有鲐（Scomber japonicus）、鲅、金线鱼(Nemipterus virgatus)、海鳗(Muraenesox cinereus)、
小黄鱼等品种。 

甲壳类中虾类和蟹类 2012~2019 年的平均产量为 147.1 万吨和 74.2 万吨，毛虾(Acetes chinensis)
和梭子蟹的产量最高，分别占甲壳类总产量的 17.6%和 20.7%，其次是鹰爪虾和虾蛄，分别占甲壳类

总产量的 10.9%和 10.0%。对虾产量约占甲壳类总产量 9.7%，青蟹、蟳 Charybdis japonica 等产量较

低。 

头足类中鱿鱼的产量最高，2012~2019 年平均产量为 34.91 万吨，约占头足类产量的 53.3%。其

次是乌贼，平均产量 13.48 万吨，约占头足类产量的 20.6%，再次是章鱼，平均产量 11.92 万吨，约占

头足类产量的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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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渔业经济产出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统计1，2019 年中国渔业经济总产值约为 2.6 亿元，其中渔

业产值约 1.3 亿元，占总产值的 49.0%。在渔业产值中，海洋捕捞以约 2116.0 万元的总量占据

16.4%，位列第三。占比最大的两种生产活动为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产值分别为 6186.6和 3575.3

万元，占渔业产值的 47.8%和 27.6%。从 2012~2019年，中国渔业总产值持续增长，平均年增长率

为 5.2%。总体趋势上，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产值逐年递增，年增长率分别为 5.7%和 6.7%，海洋

捕捞产值波动较大，在 2015年后和 2018年后分别出现两次下滑。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山东、

广东、福建、江苏、湖北、浙江等沿海省份渔业总产值较高，2019 年共占全国渔业总产值的

71.4%。 

二、 渔业资源 

中国近海渔业资源较为丰富，物种多样。中国记载的海洋鱼类达 2028 种、甲壳类有 1000 余

种（鳞虾类 40余种，蟹类 600余种，虾类 300余种）、头足类有 90余种，其中只有少数生物量高

的种类成为主要捕捞对象（成庆泰等，1987；卢继武等，1995）。另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显

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近海主要捕捞对象具有明显的更替，如表 1 所示。 

但随着海洋捕捞能力的增强和捕捞规模的扩大，中国的渔业资源开始明显衰退，小型的中上

层鱼类逐渐开始替代个体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例如，小黄鱼、带鱼、对虾等 20 世纪 50

年代末渤海的主要渔业资源均大幅衰减，如 

表 2 所示。黄海的渔业资源优势种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黄海的渔业资

源还是以小黄鱼、带鱼和鲆鲽类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优质底层、近底层鱼类为主。进入 70~80 年代

后，太平洋鲱、蓝点马鲛、鲐鱼等先后成为优势种。到 1990 年代末，黄海的优势种逐渐变为低经

济价值的黄鮟鱇和细纹狮子鱼（戴芳群等，2020）。 

 

                                                            

1 农业部渔业局，194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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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近海主要捕捞品种 

年代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物种 

1970 年代 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青鱼(鲱)、鲐鲹鱼(鲐、蓝圆鲹、竹筴鱼)、海蜇、墨

鱼、鳓鱼、鲷鱼、比目鱼、对虾、毛虾 

1980 年代 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鳓鱼、马鲛、鲷鱼、石斑鱼、海鳗、青鱼(鲱)、
马面鲀、鲐鱼、蓝圆鲹、梭鱼、金线鱼、海蜇、对虾、毛虾、鹰爪虾  

1990 年代 
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鳓鱼、马鲛、鲳鱼、鲷鱼、鲐鱼、蓝圆鲹、鳀鱼、拟

沙丁鱼、太平洋鲱、海鳗、石斑鱼、梭鱼、 金线鱼、马面鲀、对虾、毛虾、鹰

爪虾、梭子蟹、青蟹、墨鱼 海蜇  

2000 年代 

海鳗、鳓鱼、鳀鱼、拟沙丁鱼、鲱、鳕鱼、石斑鱼、鲷鱼、蓝圆鲹、白姑鱼、

黄姑鱼、鮸鱼、大黄鱼、小黄鱼、方头鱼、玉筋鱼、带鱼、金线鱼、梭鱼、鲐

鱼、鲅鱼、金枪鱼、鲳鱼、马面鲀、竹筴鱼、鲻鱼、对虾、毛虾、鹰爪虾、虾

蛄、梭子蟹、 青蟹、蟳、乌贼、鱿鱼、章鱼、海蜇 

2010 年代 

海鳗、鳓鱼、鳀鱼、拟沙丁鱼、鲱、鳕鱼、石斑鱼、鲷鱼、蓝圆鲹、白姑鱼、

黄姑鱼、鮸鱼、大黄鱼、小黄鱼、梅童鱼、方头鱼、玉筋鱼、带鱼、金线鱼、

梭鱼、鲐鱼、鲅鱼、金枪鱼、 鲳鱼、马面鲀、竹筴鱼、鲻鱼、对虾、毛虾、鹰

爪虾、虾蛄、梭子蟹、青蟹、蟳、乌贼、鱿鱼、章鱼、海蜇 

 

表 2 20 世纪 50 年代后渤海主要渔业资源组成（Tang et al., 2003） 

年份 主要渔业资源（按生物量自高到低排序） 占总生物量的比例 

1959 年 小黄鱼、带鱼、中国对虾、黄鲫和孔鳐 82.5% 

1982 年 
黄鲫、火枪乌贼、鳀鱼、小黄鱼、蓝点马鲛、口虾蛄、

花鲈、孔鳐、黄姑鱼、青鳞鱼、银鲳、白姑鱼、黑鳃梅

童、鹰爪虾和曼氏无针乌贼等 
82.1% 

1992 年 鳀鱼、黄鲫、斑鰶、小黄鱼、口虾蛄、火枪乌贼、三疣

梭子蟹、花鲈、赤鼻棱鳀和孔鳐等 82.5% 

1998 年 斑鰶、黄鲫、银鲳、蓝点马鲛、口虾蛄、三疣梭子蟹、

赤鼻棱鳀和小黄鱼等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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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过度捕捞是造成渔业资源衰退和优势物种演替、物种多样性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

1959～1999 年间的 4 次按季节进行的底拖网调查显示，莱州湾的渔业资源、优势种组成以及群落

结构在这 40 年间均发生较大变化。其物种多样性指数在 1982 年达到峰值后便开始呈下降趋势。

这说明捕捞等外部扰动可能会在中等强度下使鱼类的多样性增加，但过高的捕捞强度又会使多样

性指数下降（金显仕等，2000）。2009~2013年每年 8月在莱州湾水域进行的渔业底拖网调查也发

现莱州湾的渔业资源逐年衰退，优势种更替明显，群落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且物种多样性呈下降

趋势（杨尧尧，2016）。 

 

Box 3: 过度捕捞、渔业资源衰减与水母爆发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海洋

赤潮、绿潮、白潮(水母暴发)等生态灾害不断出现。自上世纪末起，东海北部至黄海海域连续数年

发生大型水母暴发的现象，且近年来数量逐年增加，已严重影响了东、黄海夏秋汛的海洋渔业生产

和传统渔民的正常生产和生计。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沿海水母灾害偶发，并未引起人们

的重视（张斌键，2011）；但在全球气温升高、沿岸人类活动强度加大、渔业资源捕捞过度等多重

压力的作用下，中国的近海生态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蔡榕硕，2010；唐议，2009）。2003~2016
年的《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3 年至 2014 年间曾多次出现因水母暴发导致电厂取水口

网阻塞、近海渔获量减少和海滨浴场伤人事件；其中，2004 年渤海辽东湾白色霞水母异常增殖，造

成海蜇减产约 80%，渔业减产 60% 以上（葛立军，2004）。 

目前，中国沿海形成水母灾害的种类主要有霞水母、沙海蜇、海月水母、多管水母等，对

此，许多学者探讨了水母暴发的机制。水母灾害暴发的成因非常复杂，既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受

人类活动的影响，加之水母自身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并具无性繁殖等快速繁殖方式，这些因

素共同影响了水母灾害的暴发。丁峰元等（2006）认为，水母的暴发与大气环境（光照强度、温室

效应、厄尔尼诺现象）、海洋环境（海水跃层、表层流、富营养化）、外来种入侵和捕食作用（浮

游生物影响和渔业影响）等因素相关。对于过度捕捞的影响，目前有两种有待质疑的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过度捕捞导致许多以水母为食的广食性鱼类数量减少，水母的被捕食压力趋

小。广食性鱼类数量的减少也为饵料生物提供了丰富的生长发育环境，从而使大型水母在海洋生态

系统中的实际生态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海域中浮游生物的终极消费者。水母生长的异常加速进一步

挤压近海渔业资源，形成大型水母大规模、大面积暴发的局面；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伏季休渔时间正

好是大型水母的生长盛期。渔业活动的减少客观上降低了人类对它的干扰和灭杀率，从而为大型水

母的大量暴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程家骅，2004）。尽管在渔业资源过度利用与水母暴发的关系上

尚无定论，但保持近海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至关重要。 

另外，2014~2015 年 4 个季节在南海北部近海开展的底拖网调查显示，禁渔期前后的捕捞活

动会对南海海域的多样性指数产生明显影响。休渔期前的高强度捕捞活动会使渔业资源结构发生

极大变化，且其对鱼群数量消减的不良影响有一定的持续性。在禁渔初期的短暂时间内，渔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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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无法得到迅速改善和全面恢复，群落多样性仍较低；但在经历 2 个半月的休渔后，渔业资源群

落可以得到一定的恢复与数量补充，多样性有所提高，总体达到较为平稳的状态（蔡研聪，

2018）。 

在加速渔业资源衰减的同时，过度的渔业捕捞也会进一步干扰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均衡和生

态健康，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灾害。Box 3 以中国东海、黄海等海域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水母灾害为

例，阐述了过度捕捞对海洋生态环境与渔业经济生产的影响。 

三、 渔业挑战 

第一，虽然中国目前已是全球渔业大国，渔业捕捞和养殖量远超世界其他国家，但国内海鲜

市场的供应缺口仍在加大。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度捕捞导致的渔业资源衰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

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而带来的需求结构的变化。近年来，中国居民的需求逐渐向高质量和安全的海

鲜产品转变。相较于养殖的、淡水的、国产的水产品，人们对野生的、海洋的、进口的水产品表

现出更大的兴趣（Fabinyi et al., 2016）。然而，中国海洋经济区中（EZZ）目前约 80%的渔获量均

是低价值的小型中上层鱼类，如鳀鱼和鲭鱼(Crona et al., 2020)。这种供需失衡将导致中国渔业产

业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短缺。 

第二，渔业执法体系尚不健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违法捕捞行为的打击力度，出台渔

政亮剑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但各种违法捕捞现象、行为仍屡禁不止。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

渔政监管力量仍比较薄弱、监管手段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对违法船舶的处罚处置仍然缺乏完善

的法律支撑1，且部门责任分工不够清晰，跨省区执法协调效率不高，这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渔业

执法效果。 

第三，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环境压力。大量的农业源和工业源污

染排放使许多野生渔业种群的栖息地受到破坏（Cao et al., 2017）。2019 年数据显示，中国仍有

9.0万 km2的海水未达到国家海水水质一级标准2。海洋环境的破坏进一步加速了渔业资源的衰减，

进而导致每年超过 5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国合会课题组，2013）。近年来，随着渔业捕捞产能的

                                                            
1 http://www.yyj.moa.gov.cn/gzdt/201912/t20191218_6333402.htm 

2 http://english.mee.gov.cn/Resources/Reports/soe/SOEE2019/202012/P0202012155874538980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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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收紧，中国未来可能更依赖淡水与近海水产养殖来填补日益扩大的海产品供需缺口。如何管

控好大规模水产养殖潜在的海洋环境问题，将是中国实现可持续渔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挑战。 

第四，气候变化正在引起中国海域海洋资源的快速变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渤海、黄海

和东海的海表温度显著上升，其中东海的升温幅度最大（约 1.96℃）（Cai，2011）。预测到 2050

年，中国沿海地区的海平面上升速率为 3.1-11.5 毫米/年，高于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 3.2-80 毫米/年

（Cai et al.，2008），这将意味着更加严重的洪水和滨海湿地的潜在损失（He 等人，2012）。模

拟研究估计，按照目前的海平面上升趋势，到 2100 年将有 18%到 25%的红树林生境消失（Li et 

al.，2015）。预计黄海和东海的缺氧区域将进一步增加（Tang，2009），渤海和黄海近岸水域的

海洋酸化将加剧（Huo et al.，2013）。黄海中部的底层水域酸化严重，酸化率已接近贝壳和骨架

溶解的临界阈值（Zhai et al.，2014）。 

中国海域的物理变化导致海洋物种的丰度和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长江口周围已经发现低

营养级的暖水浮游生物物种向北扩展（Kang et al.，2012）。一般来说，预计海洋物种的适宜热栖

息地（STH）会向极地转移。Cheung et al.（2008）预测作为黄海和东海最重要的渔业资源之一的

小黄鱼将迁移至黄海，甚至涌入渤海和日本海。Dai (2004) 表明，台湾海峡出现了 13 种更暖水域

的物种（这些物种以前在南中国海出现得更多），以前只能在台湾海峡南部捕获的 25 种鱼类，目

前也可在台湾海峡北部捕获。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文献清楚地表明，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给中

国的渔业带来了许多挑战。不仅影响沿海海洋生境和海洋物种的转移，还给中国的渔业社区及其

供应链带来风险。为了有效地减轻这些风险，需要提供资金和研究支持制定科学的适应计划。 

另一个挑战是最近和潜在的灾难性事件，对整个中国水产品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灾难性事

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其影响的范围和持续时间继续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Covid-19）疫情， 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引发了严重的公共危机，不仅对中国的渔业乃至全

球渔业从捕捞、养殖、加工、运输、到批发和销售的产业链各环节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些灾

害是短期的，但有些灾害可能持续数年。虽然中国已经积极采取对策，减轻疫情的影响，并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但仍需加强对灾害的预警系统和长期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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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近海捕捞渔业管理体系 

一、 中国渔业管理的顶层设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中国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引下，海洋生态文明的提出进一步推动

了中国渔业管理模式的转变（Hanson, 2019）。海洋生态文明强调利用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来支持

蓝色经济的繁荣与发展（Winther and Su, 2020）。通过加大政策力度，加强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

的保护和恢复，提高渔业资源的利用效率1。为此，中国在“十三五”时期内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

强调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建设生态友好型的海水养殖，并在 2021 年发布

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中强调打造可持续海洋生态环境，优化近海

绿色养殖布局，建设海洋牧场，发展可持续远洋渔业，进一步加强蓝色经济发展与海洋保护的协

同作用2。  

中国的渔业管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为指导。该法案于

1986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并于 1986年年

7 月 1 日起施行3。《渔业法》规定： 

• 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即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主管全国的海洋渔业工作；

除国务院划定的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的

海域和特定渔业资源渔场外，其他海域由毗邻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基于该规定，现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4 是全国最高级别

的渔业管理机构。渔业渔政管理局负责制定国家渔业战略，起草相关规则、条例和标

准，并监督各项渔业管理政策的执行。所有在国内或国外发生的内陆或海洋捕捞、养

殖、加工和贸易活动都由渔业渔政局管辖。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渔业部门管理地区渔业。 

• 国家鼓励、扶持外海和远洋捕捞业的发展，合理安排淡水和近海捕捞力量；企业或个

人从事淡水、近海捕捞业，必须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捕捞许可证；其中，海

                                                            
1 MoA, http://www.moa.gov.cn/ztzl/xysjd/201710/t20171010_5836798.htm 

2 The draft outline of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3/05/c_1127172897.htm 

3 《渔业法》在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3 年和 2020 年先后进行了五次修正 

4 Transformed to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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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型拖网、围网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其它作

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在淡水、近

海从事捕捞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

数量的规定进行作业，并遵守有关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 

• 禁止炸鱼、毒鱼；不得在禁渔区和禁渔期进行捕捞，不得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

和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禁止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

种。 

以《渔业法》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为核心，渔业管理还与海洋保护、环境和产业的治理密切

相关。自然资源部下属的国家海洋局监督海洋战略规划、蓝色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保护。为促进

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政府推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优化与海洋相关的产业布局，特别是确定

允许开展捕捞渔业和海水养殖的沿海和近海区域。渔业对环境的影响由生态环境部下属的海洋生

态环境司监管。海洋生态环境司负责组织制定海洋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监督并实施排污许

可证制度，确定海洋的纳污能力，提出各类主要海洋污染源的总量与浓度控制目标。此外，农业

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在中国的渔业改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 基于投入控制的渔业管理制度 

为了合理利用渔业资源，调整捕捞强度，维护生产秩序，中国在《渔业法》的指导下设立了

针对渔船、渔具、捕捞时间、区域的具体管理制度。此类制度侧重于避免不合理的渔业捕捞方式

和捕捞产能的过度投入，从而保护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繁衍和渔业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渔具管理制度 

为有效降低捕捞生产对渔业资源的不利影响，中国对渔业生产过程中的准用渔具进行严格管

控。一方面，为保护幼鱼、幼虾、幼蟹，中国禁止使用小于国家规定网目的渔具。原农业部于

2003 年出台的《关于实施海洋捕捞网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的通知》明确规定了捕捞银鲳、蓝点马

鲛、带鱼、鳓鱼的刺网作业的最新网目尺寸和不同海域捕捞的拖网网目尺寸；2009 年起，组织开

展了全国渔具渔法专项调查和海洋捕捞渔具目录编制工作，完成了《全国海洋捕捞渔具目录》，

将全部 85 种海洋捕捞渔具分成准用（30 种）、禁用（13 种）和过渡（42 种）三大类，并分别设

定了最小网目尺寸、渔具规格、携带数量等相应限制条件；2013 年，印发《关于实施海洋捕捞准

用渔具和过渡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的通告》，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在黄渤海、东海、南海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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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区全面实施海洋捕捞准用渔具和过渡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另一方面，中国禁止使用电捕鱼、

炸鱼、毒鱼等毁灭渔业资源的捕捞方式，并发布具体的海洋捕捞禁用渔具通告。在国家现有规定

的基础上，原农业部于 2014 年进一步出台《关于禁止使用双船单片多囊拖网等十三种渔具的通

告》，在黄渤海、东海、南海三个海区全面禁止使用双船单片多囊拖网等十三种渔具。 

（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中国在 2006 年发布的《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中最早提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的概念。该纲要第三部分要求，在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的水产种质资源主要生长繁

育区域建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强化和规范保护区管理。自 2007 年起，

中国积极推进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设工作，并在 2011 年颁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系统规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设立和管理。《暂行办法》

提出要在国家和地方规定的重点水生生物物种、国家或地方特有的水产种质资源、重要水产养殖

对象的原种、苗种、以及其他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的水产种质资源的主要生长繁育

区域设置保护区，并对其生长繁育的关键阶段设定特别保护期。特别保护期内不得从事捕捞、爆

破作业以及其他可能对保护区内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 

截至 2021年，中国已审定公布十一批共 535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些保护区可保

护上百种国家重点保护渔业资源及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关键栖息场所，初步

构建了覆盖各海区和内陆主要江河湖泊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网络。 

（三）渔业捕捞许可证 

为了保护与合理利用渔业资源，调整捕捞强度，维护生产秩序，保障捕捞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原国家水产总局于 1980 年发布《渔业许可证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确定从 1980 年 7 月起实行

渔业许可证制度。1986年出台的《渔业法》对渔业捕捞许可证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捕捞活动，以及中国籍渔船在公海从事渔业捕捞活动的，必须向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捕捞许可证。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

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的规定进行作业，并遵守国家有关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 

随着《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办法》在 1989 年的发布和《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在 2002 年的出台，中国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制度逐步建立。根据 2019 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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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条例》的规定，中国共实施八类捕捞许可证。海洋渔业、公海渔业和内陆渔业捕捞许可证分

别适用于在中国管辖的海域、公海和内陆水域进行的捕捞作业。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适用

于许可在特定水域、特定时间或对特定品种的捕捞作业，或者使用特定渔具或捕捞方法的捕捞作

业。其他四种许可证用于临时渔业作业、休闲渔业作业、外国船只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的渔业作

业和捕捞辅助渔船作业。 

（四）伏季休渔 

中国的伏季休渔制度最早开始于 1980年。原国家水产总局于 1980年和 1981年发布的《关于

集体拖网渔船伏季休渔和联合检查国营渔轮幼鱼比例的通知》和《东、黄海区水产资源保护的几

项暂行规定》要求，每年 7 月至 8 月对黄海区集体拖网渔船实行为期两个月的休渔，7 月至 10 月

对东海区集体拖网渔船实行为期四个月的休渔。此后，中国不断根据渔业资源禀赋和生产情况调

整休渔范围、时段和具体要求。截止 1999 年，中国的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到了渤海、黄海、东海

和南海全部四个海区（不包括北纬 12°以南海域）。2017 年起实施的伏季休渔制度被称为中国“史

上最严”的伏季休渔制度。该制度将休渔起始时间提前至 5 月 1 日，休渔时段延长 1 个月，对休渔

违规行为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2017年，伏季休渔期间共查处违规案件 7427件，处理涉案人员

10343 名，其中移送司法处理的涉案人员 1369 名。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 7000 余艘、“绝户

网”40 余万张（顶）1。 

（五）渔船双控 

为控制全国捕捞强度，养护和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资源，中国自“八五”和“九五”时期起已开始

加强海洋捕捞强度的总量控制，实施渔船双控制度，并于 1999 年和 2000 年分别出台了海洋捕捞

“零增长”和“负增长”政策。渔船双控制度对全国海洋捕捞渔船的船数和功率数设置了明确的控制

目标。例如，2003 年印发《关于 2003-2010 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提出到 2010 年，

全国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数要分别控制在 19.3 万艘和 1142.7 千瓦以内。但受沿海地区就业压

力、捕捞渔民转产转业补助和渔业劳动就业政策不配套等因素影响，渔船双控制度的实施效果并

不理想。2010 年中国的近海捕捞渔船仍有 20.5 万艘。 

                                                            
1 http://www.cjyzbgs.moa.gov.cn/gdxw/201904/t20190428_62203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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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一困境，中国在“十二五”时期内重申 2010 年渔船双控目标，并于 2013 年发布《关

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11 号），在强调严格执行海洋伏季休

渔、捕捞业准入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等制度的同时，特别阐明要开展近海捕捞限额试点，严格控

制近海捕捞强度，并完善海洋渔船管控制度，逐步减少渔船数量和功率总量。在此基础上，原农

业部于 2017 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渔船管控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的通知》，以期进

一步提高海洋渔业资源利用和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规范有序利用。

明确到 2020 年压减海洋捕捞机动渔船 2 万艘、功率 150 万千瓦，国内海洋捕捞总产量减少到 1000

万吨以内。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海洋捕捞渔船数量自 2013年起已开始保持下降趋势，2019年已下

降到 14.7 万艘。 

三、 中国的限额捕捞试点 

为加强海洋渔业资源总量控制，农业农村部于 2017 年在浙江、山东两省率先开展限额捕捞

（Total Allowable Catch, TAC）试点工作，并在 2018 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辽宁、福建和广东三省。

2019 年起，依托于伏季休渔期间的特许渔业捕捞，中国已在沿海的 9 个省（市）中全面开展限额

捕捞试点工作，如表 3 所示。 

虽然这些 TAC 试点的物种、分配方式和具体要求不同，但它们仍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

几乎所有试点均使用专项捕捞许可证来限制 TAC 下的总渔获量，而专项许可证对渔民的捕捞水域、

时间、品种进行了特殊的规定。其次，大多数试点均从单品种配额开始。虽然福建的试点对象涉

及四种不同的梭子蟹，但在配额分配与监测时，不会对这四种蟹差别处理。第三，大部分试点都

通过实施捕捞日志、渔业观察员和捕捞配额预警等制度来完善渔获量监测。 

这些试点的积极探索为 TAC 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积累了重要经验，同时也识别出了潜

在问题和障碍。 

第一，中国对渔业资源的调查和评估基础不足，难以为捕捞总量提供明确的依据。捕捞上限

的确定取决于渔业资源状况及其维持稳定种群的再生能力。但由于调查数据较少，现有试点主要

是根据过去 2~5 年的历史渔获量和交易量来设定捕捞上限。中国虽然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

了海洋渔业资源评估，但评估的重点是整个水域，而不是特定的物种。在针对捕捞鱼种缺乏系统

数据基础的情况下，中国将很难确定限额捕捞中的渔获总量上限。另外，近年来开始普及的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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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人工增殖也将进一步增加评估的难度。 

表 3 中国的限额捕捞试点基本情况 

省份 启动年份 捕捞对象 试点水域 分配方式 

山东 2017 海蜇 莱州湾 奥林匹克式自由竞争捕捞 

浙江 2017 三疣梭子蟹 临海、三门
（浙北渔场） 

分配至合作社，合作社自行管理 

辽宁 2018 对虾 普兰店 单船配额(Individual Vessel Quota, 
IVQ) 

福建 2018 红星梭子蟹、拥剑梭

子蟹、远海梭子蟹、

三疣梭子蟹 

厦漳海域 奥林匹克式自由竞争捕捞 

广东 2018 光滑河蓝蛤、散纹樱

蛤、美女白蓝蛤 

珠江口 IVQ 

河北 2019 海蜇 唐山、沧州 IVQ1 

江苏 2019 海蜇 盐城、南通、
启东 

 

上海 2019 海蜇 杭州湾 IVQ2 

广西 2020 梭子蟹 钦州 IVQ 

试点渔船 20 艘，平均每船试点期
间配额 600 公斤3 

第二，试点尚未建立实时、准确、高效的捕获监测系统。现有的捕捞日志管理报告制度主要

依赖于自我报告，缺乏外部的核查和确认。与之配套的定点上岸交易能够与渔船的捕捞日志相互

辅助。然而在渔获物运输的过程中，多艘渔船的渔获物往往已混合在一起，很难区分来源。为提

高捕获监测效果，山东、浙江和辽宁等地均试点了渔业观察员制度，但目前仍不确定这种方法的

有效性，及其对渔业成本的影响。 

                                                            

1 农业部，海蜇捕捞试行限额捕捞 河北启动 2019 年海蜇专项限额捕捞试点工作 

2 上海市伏休期间海蜇限额捕捞试点方案 

3 钦州海域梭子蟹限额捕捞试点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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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中国的大部分渔业都具有多鱼种的特征，现阶段以单一物种为主的试点工作很难

为 TAC 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积累经验。此外，随着 TAC 管控范围的扩大，如何保障管控水域内

的捕捞排他性，以及可能出现的跨区域渔业管理问题，将是未来 TAC 制度发展过程中将会面临的

重要挑战。 

最后，在中国实施 TAC 的法律基础仍不牢固。虽然 2000 年修订的《渔业法》已明确提出要

实施限额捕捞制度，但相关配套文件迟迟未能出台，目前仍缺少对捕捞日志管理、渔船检查、指

定交易机制等基本制度的具体规定。此外，虽然我国已将捕捞许可证界定为一种产权，但根据

《捕捞许可证管理规定》，农业部仍禁止捕捞许可证的转让和交易。这一限制将对未来中国进一

步发展个体可转让的配额制度造成影响。 

为更为详尽的介绍中国限额捕捞试点的实施情况，Box 4 和 Box 5 中引用赵丽华（2020）硕

士论文《我国海洋渔业捕捞限额制度的实施研究》中的内容，概述了浙江省和福建省在限额捕捞

试点过程中开展的工作与遇到的问题。 

Box 4:浙北渔场三疣梭子蟹渔业 

1. 试点前期准备 

1）鱼种选择 

考虑到限额捕捞制定实施的简便与可行性，浙江省所选择的试点鱼种为梭子蟹的一个品种：

三疣梭子蟹，试点水域范围为东经 122°30′至 123°，北纬 30°至 31°的浙北渔场浙江省管辖的梭子蟹

捕捞专项特定水域，试点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6 日-2018 年 3 月 31 日。三疣梭子蟹生命周期较短，

渔期相对固定（主渔期为 10 月-次年 1 月），而且是东海重要的高经济价值品种；此外试点海域又

位于浙江省梭子蟹保护区内，所以在捕捞限额制度开展初期选择浙北渔场的三疣梭子蟹渔业进行试

点会相对容易进行。 

2）确定捕捞主体 

参与试点渔船的渔船采用自主申请的方式进行公开筛选，申请梭子蟹专项捕捞许可的渔船应

当具备以下条件：申请人必须持有《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渔船必须为定刺网作业渔船；申请人

必须有临海、三门两地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跨地区申请专项捕捞的渔船必须提供在该水域的长期

作业证明；申请渔船还要证书齐全，且上年度不存在违规生产行为。经最终审核，参与试点的临

海、三门两地渔船总共 108 艘，其中捕捞生产船 93 艘，辅助运输船 15 艘。 

3）制定 TAC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对试点海域资源情况进行了调查、监测，会同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

根据 2011-2016 年的捕捞渔船数和捕捞产量（数据由试点渔船所在合作社提供），结合其他相关渔

业管理经验，最终确定 2017 年试点海域的三疣梭子蟹 TAC 为 32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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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捕捞限额的分配 

浙北渔场三疣梭子蟹的 TAC 分配采用的是渔船组配额的方式，试点渔船被分成了 3 个合作社

（临海 2 个，三门 1 个）。台州市海洋局依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据历史作业情况，将 
TAC 分配至合作社，其中三门合作社 500 吨，临海的两个合作社分别为 1800 吨、900 吨。配额划

分至合作社后，具体合作社内如何使用由其内部自主统筹。 

3.捕捞限额的监督管理 

为更好地监管配额的完成情况，制定了以下六项制度：（1）定点交易制度，捕捞渔船必须到

岸上指定的渔港或在海上与指定的渔运船进行渔获物交易，并记录交易渔获量；（2）渔捞日志制

度，采用“纸质+电子”渔捞日志双填报，捕捞渔船必须将渔获情况如实记录在纸质渔捞日志上，并

及时通过电子渔捞日志 APP 将渔获量情况上报；（3）入渔通报制度，入渔渔船必须向所在合作社

进行通报，通报内容主要包括每航次进入或退出渔场情况、每日船位及渔获物交易转载情况等；

（4）观察员制度，率先实行海上观察员制度，每个航次指定 2 名观察员随船出海，观察、记录海

上生产、交易转载等情况；（5）监管制度，捕捞渔船实行网格化管理，且对渔船统一进行专门编

号，试点期间开展省、市、县三级海上联合执法，对试点渔船进行定期巡查和突击检查；（6）奖

惩制度，为捕捞渔船设立试点补助资金，鼓励渔民自觉遵守相关管理规定，对于违规行为则扣除相

应补助或配额。 

据调查，浙北渔场三疣梭子蟹捕捞限额试点期间实际捕捞量为 1612 吨，完成了当年度 TAC 
的 50.39%；实际生产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1 日-2018 年 1 月 15 日，短于计划试点时间。此外，在

配额监管过程中，部分制度实施效果不太理想：受渔民素质水平、海上信号问题等影响，电子渔捞

日志填报率并不高，纸质渔捞日志也存在不报、谎报的现象，纸质和电子渔捞日志两者数据差别较

大；海上制定配套渔运船交易，但监管困难，存在“价高者得”现象；以及奖惩程度不足以震慑违规

行为的产生等。 

 

Box 5:福建省厦漳海域梭子蟹限额捕捞试点 

1. 试点前期准备 

1）鱼种选择 

福建省综合考虑其渔业资源特点、捕捞作业现状等，经过多次比较、调查研究，最终选定厦

漳海域（具体位置为 282 渔区和 283 渔区机轮底拖网禁渔区线内的福建省管辖海域）为 2018 年捕

捞限额试点海域；试点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 日-2019 年 4 月 30 日；试点品种为梭子蟹，但其实是

三疣梭子蟹、红星梭子蟹、拥剑梭子蟹和远海梭子蟹四种品种的混合。梭子蟹生命周期短、生长较

快、资源补充量也较大，并且厦漳海域也算是梭子蟹的主要渔场之一，作为我国主要梭子蟹捕捞交

易中心之一的漳州也位于此处，以上条件皆为捕捞限额制度的开展提供了一定便利。 

2）确定捕捞主体 

笼壶渔具以投饵诱捕蟹类为主，是目前开发的利用蟹类资源最行之有效的捕捞作业类型，根

据福建省相关项目调查，厦漳海域笼壶作业渔获物中，梭子蟹产量达到 50%，所以将试点专项捕捞

渔船作业方式定为笼壶作业。渔船必须事先进行自主申请，符合条件的（笼壶作业类型、当地户籍

等）方可获得专项捕捞资格。最终经申请核定龙海市 106 艘笼壶渔船拥有试点捕捞资格，由龙海市

海洋与渔业局统一下发捕捞限额专项捕捞许可证和渔船的标志旗，并规定在试点期间进行捕捞作业

必须持有专项许可证并且渔船悬挂标志旗。 



 

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 
  建立中国的可持续渔业政策 

19 

 

3）制定 TAC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对捕捞梭子蟹的笼壶作业渔船的历年捕捞量进行了调查，根据所掌握的 
2013-2017 年的相关渔获数据，利用数学模型对其最大可持续产量（MSY）进行了估算。MSY 是资

源管理学名词，其含义是既要使某种生物资源产量达到最大，又不影响资源的持久利用。同时结合

岸上所进行的一些社会调查，综合考虑到生物学、生态安全等因素，最终确定 2018 年梭子蟹的 
TAC 为 400 吨。 

2. 捕捞限额的分配 

试点期间，并未将梭子蟹的渔获配额分配到渔船，而是在 TAC 总量控制内采取奥林匹克式自

由竞争捕捞的方式来使用渔获配额。在可捕期内，参与试点的渔船可以随意捕捞，但是相关管理人

员会对所有捕捞渔船的每日渔获量进行统计，当所有试点渔船的捕捞量累计达到 TAC 的 95%时，

则会对海上捕捞渔船发出配额预警并不再允许渔船离港生产，当达到 TAC 额度时则立即召回所有

生产渔船。 

3. 捕捞限额的监督管理 

在试点期间管理部门采取了以下措施对配额实施情况进行监管：（1）渔捞日志制度，同样要

求采用纸质渔捞日志和电子渔捞日志两种方式同时填报来统计捕捞生产情况，渔民必须如实填报并

每航次上报；（2）定点交易制度，渔业主管部门事先指定了 3 个渔港作为交易场所，要求所有试

点渔船的渔获物必须在这 3 处进行交易，同时记录交易情况；（3）执法巡航，试点期间，渔业主

管部门通过组织专项执法行动对存在违规行为的生产渔船进行查处。 

但是，根据实地调查情况了解到，福建省 2018 年梭子蟹捕捞限额试点工作成效并不理想，主

要有以下几点：（1）入渔限制前提条件未得到保障，试点期间捕捞渔船混杂，存在龙海、东山、

泉州等多地渔船，而且还存在刺网、拖网多种作业方式，虽然有 106 艘笼壶作业渔船申请参与捕捞

限额试点，但在此期间实际作业的只有 20 几艘，并且据当地笼壶渔民反映刺网的渔获产量比他们

还高，这对配额监管造成很大不便；（2）定点交易未落实，虽然事先有指定专门渔港和辅助船进

行交易，但是实际过程中渔民还是呈自主交易状态；（3）渔捞日志填写不规范，上报不及时，尤

其是电子日志条填报率很低，并且根据两条监测船的产量数据对比来看，渔民上报的渔捞日志数据

真实性有待考究；（4）海上执法难度大，试点海域涉及厦门、漳州、海昌、龙海等多个地区，单

靠一个部门执法力量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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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海洋生态经济的制度框架 

一、 海洋保护地与生态红线 

海洋保护区是国家或社会组织为保护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而划出加以特殊保护的、具有

代表性的海域或海岸自然地带，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防止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措施之一。中

国最早的海洋保护区建设可追溯到 1963 年划定的蛇岛自然保护区。原国家海洋局于 1988 年制定

《建设海洋自然保护区工作纲要》，并在 1990 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第一批海洋自然保护区。根

据保护对象的不同，海洋保护区可大致区分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区、濒危珍稀物种保护区、自然

历史遗迹保护区、特殊自然景观保护区以及海洋环境保护区等（GB/T 17504-1998）。海洋自然保

护区按国家级和地方级实行分级管理。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是指在国内、国际有重大影响，具

有重大科学研究和保护价值，经国务院批准而建立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地方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是

指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和一定的保护价值，经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批准而建立的海洋自然保护区。 

截至 2020年，中国管辖海域内已建立各类海洋自然保护区 271处，保护面积约 12.4万 km2，

约占中国管辖海域面积的 4.1%。保护对象包括儒艮、斑海豹、中华白海豚等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物

种，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海洋自然历史遗址等。沿海 1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均有海洋自然保护区分布，初步形成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网络体系。自 2018 年起，中国将

海洋保护区统一纳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建设体系之中。 

然而，中国目前的海洋保护区管理体系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保护区数量虽然较多，

但其占中国海洋总面积的比例只有 4.1%，低于《生物多样性公约》设定的 10%的目标1，以及《全

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设定的到 2020 年“海洋保护区占管辖海域面积比重增加到 5%”的目标2。

其次，在缺少顶层协调的情况下，许多海洋保护区分布与《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

                                                            
1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Report on China’s ocean conservation industry 2020.  

2 国务院，2015. 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8/20/content_101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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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优先领域不一致1，保护效果较差2。第三，现有保护区的划定尚未充分考虑海洋的连通性

和生物对不同栖息地的利用差异。海洋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和连通性，这决定了许多海洋生物的活

动范围都比较大，江海洄游性种类亦不在少数。生物在不同生活史阶段可能会利用不同类型的栖

息地，其产卵场、育幼场和索饵场可能分布于河口、海草床、红树林、潮滩等不同水域。如果仅

仅保护部分区域，就意味着仅有部分生活史阶段得到保护，无法达到全面保护海洋生物和生态系

统的目的。因此，只有设置适当且足够面积和范围的保护区、保护地，才能达到延续和扩大保护

对象种群的目的。 

为加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原国家海洋局通过整合海洋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在海

洋功能区划的框架下以保护为重点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海洋生态红线是海洋生态安全的底线，

通过将重要的海洋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划定为重点控制区，在自然生态服务功

能、环境质量和安全、以及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严格保护空间界限和管理界限，以维护海洋生态

功能、环境质量和安全以及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平衡发展，是中国环

境保护的一项重要体制创新。 

海洋生态红线保护对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至关重要。红线范围内包括海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海洋特别保护区，重要沿海湿地（例如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床），需要特殊保护的海岛、自然

景观和历史文化遗迹，稀有和濒危物种的集中分布区，以及重要的渔业水域。渤海是中国第一个

采用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区域3。在与渤海相邻的四个省（市）中，海洋生态红线的覆盖范围约为

各地管辖海域的 10%（天津）~45%（辽宁）4。借鉴渤海的经验，中国将进一步扩大海洋生态红

线试点范围，并计划实现 30%以上的海洋生态红线覆盖率5。 

                                                            
1 The former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0, the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http://www.mee.gov.cn/gkml/hbb/bwj/201009/t20100921_194841.htm 

2 Li Y, Fluharty D L. Marine protected area networks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J]. Marine Policy, 2017, 85: 8-16. 

3 SOA, 2012, Several Opinions on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Ecological Red Lines of Bohai Sea, http://www.gov.cn/gzdt/2012-
10/17/content_2245965.htm 

4 Lu W H, Liu J, Xiang X Q, et al. A comparison of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pproaches in China: Marine functional zoning and the 
marine ecological red line[J]. Marine Policy, 2015, 62: 94-101. 

5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2016, Establishing Marine Ecological Redline Regime. http://www.gov.cn/xinwen/2016-
06/16/content_50827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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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于自然的海岸线修复方案 

中国拥有近 300 万 km2的海域与 32000km 长的海岸线，有记录的海洋物种超过两万种，延绵

的海岸带遍布着各种高生产力的栖息地，包括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海藻林和滩涂湿地等，

提供各种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例如，红树林能过滤水中污染物，为沿海社区提供重要的木材和

食物资源，储存大量的碳汇，并且是防止侵蚀和强风暴的天然屏障。 

海岸线保护和修复是中国海洋生态保护的另一重点领域。海岸线保护对于濒危和珍稀海洋生

物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绝大多数的海洋濒危和珍稀物种都以滨海湿地为主要的产卵、

育幼、索饵区域。自然海岸线的保护还可以减少沿海社区的脆弱性，提高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影

响的能力。中国于 2017 年发布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首次为全国的海洋环境和海

岸保护设定约束性目标，即到 2020年保持 70%的沿海水质良好，并保护至少 35%的海岸线。2021

年发布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进一步强调了 35%的海岸线保

护目标。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退养还滩”、“退垦还海”等海岸线修复工作。在此过程中，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秉持“重自

然、轻工程”的修复原则，避免通过大量工程措施进行人工景观营造的修复模式。这些解决方案包

括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地管理生态系统，提高生态系统的韧性和适应性，减少灾害风险和建设绿

色基础设施，从而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改善人类福祉。例如，通过建造牡蛎礁吸收波浪能量，

可以保护海岸线免受波浪侵蚀和风暴破坏，并且过滤海水改善水质，为经济物种提供育幼场和关

键栖息地。另外，也有研究表明，珊瑚礁在降低海浪的高度和能量方面比传统的防波堤更有效。

这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以从生态保护的角度为海岸线的保护提供解决办法。 

在中国红树林修复的过程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

代有大量的红树林湿地被改造为养殖池塘。红树林湿地的减少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且

养殖产生的污染废弃物使多数湿地失去了自然恢复的能力。中国在“十三五”时期内开始推进“退塘

还湿”工作，并提出要在清退自然保护地内养殖塘的基础上，到 2025年营造和修复红树林 18800公

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0）。目前，北海等地正在探索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废弃池

塘的红树林修复工作。当地工作人员设计了红树林-乌塘鳢多营养层次复合生态系统，利用天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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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和饵料，增殖红树林下经济生物并实施可持续的资源采捕，实现生态系统的不断改善和经济

生物的持续产出，同时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维持生物多样性、固碳储碳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Nature-Based Solutions Facilitation Team，2019）。 

除海岸线修复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也在海洋生态与环境保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

如，基于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的可持续海水养殖，可以利用滤食性贝类、大型藻类和底栖动物等

多营养层级养殖生物，把系统中的残饵和生物排泄废物循环利用，尽可能降低营养损耗，进而提

高整个系统的养殖环境容纳量和可持续生产水平。中国的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发展在国际上

处于领先地位，未来将通过筛选高固碳率的养殖品种，提高大型海藻和贝类的养殖产量等方式，

持续提高养殖生物的固碳能力，并提供更多其他生态服务。2019 年，中国藻类养殖产量为 253.84

万吨，根据藻体内的碳含量估算，通过收获出移出的碳为 66.82 万吨，相当于移出 CO2 245.0 万吨，

沉积碳汇 51.0 万吨 CO2。另外，中国在建设海洋牧场的过程中也应通过筛选适宜的生物修复种类

（如藻类、滤食性贝类、屑食动物）来代替人工鱼礁，促进近海海域碳吸收，尝试利用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三、 绿色海水养殖 

海水养殖贡献了全球海洋渔业总产量的 40％（SAPEA，2017），而中国的海水养殖产量约

占全球总产量的 60％以上。中国海水养殖业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种类繁多。纳入渔业统计的海

洋生物约有 70 多种，其中包括鱼类、虾蟹类、贝类、海藻、海参和其他品种。相当一部分养殖种

类是通过光合作用或通过滤食浮游生物而生长的，在养殖过程中无需人工饲料；只有约 15％的鱼

类和甲壳类需要投喂饲料。 

品质提升、尾水减排、减量增收是我国渔业发展的大战略，也是产业绿色发展的大方向。

2020 年，中央 1 号文件作出“推进水产绿色健康养殖”的重要部署。农业农村部随即发布的《关于

实施 2020 年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的通知》，在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推广、养殖尾水治理模

式推广、养殖用药减量、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和水产种业质量提升五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近年

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向全国推广了循环水养殖、多营养层级综合养殖、稻渔共作等生态友

好型水产养殖技术。其中，海水池塘（或浅海）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技术模式是通过鱼、虾、贝

的生理、生态的不同特性进行养殖，根据混养品种在栖息水层、食性和生活习性等方面的互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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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水中养鱼、池底养虾、泥里养贝的一种立体生态养殖模式。在养殖生产过程中，如何平

衡水产养殖业增长和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绿色海水养殖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 海水养殖空间规划 

作为一种重要的用海方式，海水养殖的开展需符合国家和各省市的海洋功能区划要求。海洋

功能区划是中国独有的海洋空间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每十年左右进行一次修订和补充，以保持规

划内容与中国海洋生态保护目标的一致，并促进包括海水养殖在内的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013 年修订的《渔业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加强水域总体规划和管理，规范水域利用，并

确定哪些区域可用于海水养殖。如果企业和个体养殖户决定使用水域和滩涂进行水产养殖活动，

则需要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水产养殖许可证和海域使用证。另外，全国沿海市县从 2018 年到

2020 年全面划定了水产养殖“三区”（养殖区、限养区和禁养区），并相继编制了区域性水域滩涂

养殖规划（2018~2030）。 

但在中国渔业管理顶层设计协调不足的情况下，海水养殖区划与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间的重叠

与冲突严重。2017 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3 条规定，国家针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

和脆弱区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并实行严格保护。但现行的《渔业法》并未对海洋生态保护红

线的相关管理做出规定，导致中国的海水养殖区域与海洋自然保护区和保护红线区域的重叠现象

严重。如何综合考虑渔业发展和海洋保护需求，制定合理的水产养殖区划是目前学界和业界关心

的重要话题。Box 6 介绍了中欧在水产养殖空间规划合作方面开展的相关研究进展。 

Box 6:中欧基于生态系统的水产养殖空间规划合作研究 

以中国科技部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中欧基于生态系统的水产养殖空间规划合作研究”
（2016YFE0112600）为基础，2019 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发了水产养殖空间

规划决策支持系统（Aquaculture Spatial Planning Decision Support System，APDSS）。以地理信息

系统功能为基础，通过整合历史观测数据、海洋学和生态系统模型，APDSS 可以通过环境数据浏

览、政策和环境适宜性评估，水产养殖生物生长预测和承载力估算，为水产养殖空间规划和生产管

理提供决策支持。APDSS 可为养殖分区提供方案：通过综合考察国家和地方海洋功能区划，根据

不同区域与水产养殖业的兼容性，APDSS 将海域分为可养区、限养区和禁养区。同时，根据养殖

生物的生理生态学特征，通过与海域的环境参数相对比，对海域的水产养殖适宜性进行评价。目前

已开发了 APDSS 桌面端和网络端系统，具有类似的数据和图形显示功能（刘慧等，2021）。 

(二) 海水养殖尾水治理 

海水养殖的尾水治理是发展绿色海水养殖的侧重点之一。2017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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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环境保护法》明确提出，“国家建立并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确定主要污染物排海总

量控制指标，并对主要污染源分配排放控制数量”。2019 年初，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发展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完善循

环水和进排水处理设施，支持生态沟渠、生态塘、潜流湿地等尾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推进养殖

尾水治理，推动出台水产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依法开展水产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配合上述政策的颁布和落实，中国自 2017 年开始组织专家对现行《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

求》（SC/T9101-2007）和《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3-2007）进行修订。沿海各省市也

积极开展渔业污染源普查，编制和落实水产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方案，并选取了典型养殖企业开展

技术研发、应用与示范。上述工作在实施当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由于

水产养殖的污染排放存在污染物浓度低、排水量大、非点源排放的特点，仅参照点源污染的防治

和污水处理方式很难满足水产养殖尾水的处理要求。另外，养殖尾水排放标准的编制也未吸纳国

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养殖品种、模式、水质、氮磷收支等内容的规定相对陈旧。中国还需结

合养殖尾水的排放特征与发展趋势，制定更为灵活、全面、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养殖尾水排放

标准。 

四、 持续增长的休闲渔业 

我国的休闲渔业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略晚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发展迅速，已经成为现

代渔业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农业部于 2011 年发布的《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首次把休

闲渔业列入渔业发展规划，并明确将其列为我国现代渔业的五大产业之一。“十三五”期间，中国

进一步提出要基本形成养殖业、捕捞业、加工流通业、增殖渔业、休闲渔业协调发展和一、二、

三产业相互融合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为了客观反映全国休闲渔业发展状况、引领休闲渔业持续

健康发展，2017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休闲渔业发展监测工作，并从 2018年起发布《中国休闲

渔业产业发展报告》。中国的休闲渔业开始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 

2019 年，休闲渔业被纳入《渔业法》（修订草案）之中。该法在第三十九条中新增“休闲渔

业”相关内容，并鼓励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休闲渔业的具体管理办法。目前，山东省、浙江省、

福建省、辽宁省、以及大连市和威海市等地均已出台休闲渔业船舶管理办法，但仍缺少对渔具、

渔获物类型、可捕规格、渔获物监测报告等内容的具体要求。此外，农业农村部起草的《休闲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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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各方意见。 

中国的休闲渔业分为休闲垂钓及采集业、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观赏鱼产业、钓具钓饵观赏

鱼渔药及水族设备、以及其他共五类。如图 4 所示，2019 年我国休闲渔业产值主要来源于旅游导

向型休闲渔业和休闲垂钓及采集业，分别为 446.2 亿元和 284.2 亿元，分别占全国休闲渔业产值的

47.30%和 30.13%，合计占全国休闲渔业产值的 77.43%，其余类别占比较小。 

 

 

图 4 2019 年全国休闲渔业产业结构占比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自 2003 年实施休闲渔业监测统计以来，我国休闲渔业产

值及其占渔业经济总产值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图 5），年均增长率为 19.6%。2019 年，我国

全年休闲渔业产值达 943.2 亿元，占我国渔业经济总产值的 3.8%。从产业地域分布上看，东西部

省份的休闲渔业发展差异较大（图 6）。2019年，沿海地区 11个省份1的休闲渔业产值约为 602.32

亿元，占全国休闲渔业产值的 63.86%；内陆 20 个省份的休闲渔业产值约为 340.86 亿元，占全国

                                                            

1 包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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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渔业产值的 36.14%。 

 

图 5 2003-2019 年休闲渔业产值及其占渔业经济总产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休闲渔业发展监测报告（2020）》） 

 

 

图 6 2019 年全休闲渔业产值分布 

近年来，我国的休闲渔业产值及其占渔业经济总产值的比例逐年上升，在渔业经济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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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发重要，逐渐成为中国渔业增长的新动力。通过分析美国休闲渔业和商业渔业的经济效益可以

发现，休闲渔业的总产量虽只有商业渔业的 2%，但其总产值却是商业渔业的 13 倍之多，休闲渔

业的成本效益更高。我国国内水域辽阔、渔业生产形式多样、渔文化底蕴深厚，具有优越的休闲

渔业发展条件。随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方式不断改变，文化、旅游、休闲、体验

等需求日益扩大，休闲渔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全国休闲渔业经营主体从 2017年的 11.0万个快

速增长到 2019年的 13.4万个。两年时间内，全国接待游客人数从 2017年的 2.2亿人次增长到 2.74

亿人次。 

借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机遇，将休闲渔业与文化、科技、生态、旅游、扶贫、科普、

资讯深度融合，形成休闲渔业吃、住、行、游、教、购的综合发展格局，积极发展多元化的休闲

业态，将为休闲渔业的发展开创广阔的天地。但与此同时，休闲渔业的发展也需避免认识不到位、

管理制度不健全、法律法规缺失、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需要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化管理，

加大资源和环境保护力度，提高参与者的综合素质，推动休闲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近年来，海洋渔业资源面临的人为和环境压力不断增加，许多国家、地区以及非政府组织都

在纷纷采取行动来维护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于笛等，2011）。中国应充分发挥海洋环境和资

源优势，开展生态养殖，加强科技创新，提高渔业生产装备水平；实施可持续渔业认证，降低水

产养殖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保障水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让最具生态、经济和文化价值的渔

业生物种群得到恢复和发展。 

(一) 水产溯源体系 

自 2003 年起，中国就开始在水产领域探讨溯源体系的建立。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对冷链食

品的安全防控进一步推动了国内水产品的溯源管理，包括溯源要求的广泛覆盖和技术的进步。建

立完善的溯源管理体系，是发展可持续渔业的重点。我国长期存在不健全、不系统的溯源质量管

理状态，但随着电商发展与消费者意识的提升，部分零售商已经开始通过信息技术建立可追溯的

海鲜供应链。 

目前，中国的水产品溯源硬件条件已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但追溯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尚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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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相挂钩，无法识别市场上的水产品是否来自于过度捕捞区域、是否为濒危物种、是否

涉及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的渔业行为（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等。2017 年 4

月，国际上水产品行业相关利益方共同建立了“全球水产品可追溯性对话” 平台（Global Dialogue 

on Seafood Traceability, GDST），其旨在从确认追溯体系的关键数据、协调全球软硬件技术参数的

互通性、提高各国政策共识等维度入手，推动全球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共识和认可的、自愿性的水

产品行业追溯标准或框架。平台内，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全球食品可追溯中心（Global 

Food Traceability Center）带领 11 家行业领先的 GDST 成员公司及协会作为指导委员会，联动 80

余家公司及组织以及国际海鲜供应链公司、技术专家、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利益攸关方共同推

动 GDST 全球行业标准制定的进程，经过三年的磋商，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发布了 GDST 互通水

产溯源系统标准指南 1.0版（简称“水产溯源指南”）。随着水产溯源指南的采用和实施，水产可追

溯性的效率、可互操作性、可靠性和可实施性都将有较大提升，帮助企业获得和分享所需的原产

地等信息，最终帮助在行业内建立更加透明和可信赖的水产供应链，以支持消费者和政府的相关

需求，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GDST 建立至今，与中国利益攸关方积极合作，中国水产流

通与加工协会、香港会议展览中心（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及联泰渔业投资

有限公司（Luen Thai Fishing Venture）等机构均为其成员，贡献了中国力量，共同推动了水产溯

源指南的制定。 

(二) 可持续渔业认证 

近年来，中国水产品生产和加工业发展迅速，出口创汇产值连续多年居大宗农产品贸易首位。

认证作为可操作、可识别的手段，是通过市场撬动海洋保护和产业经济协同发展的有利工具。进

行水产品认证，可以提升其在国内外市场的品牌竞争力，提高渔业生产可持续性和产品附加值，

有效减少渔业资源压力。目前，国内采用的水产品标准体系主要有国际的最佳水产养殖操作规范

（BAP）、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海洋管理委员会（MSC），以及国内的有机产品和绿

色产品1。其中，有机产品认证标准严，有利于保护环境和生态的多样性，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1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GAA）制定的最佳水产养殖操作规范（BAP）认证是国际市场上深受信赖和终端市场

广泛采纳的权威第三方水产认证，是水产食品安全、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和动物福利的权威标准。水产

养殖管理委员会（ASC）旨在管理负责任水产养殖的全球标准，两大目标是环境友好和社会负责。海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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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让生产条件好的商家获得更高的利益。绿色产品相对于有机认证比较松，更贴合中国农业的实

际，有利于促进渔民改善自己的养殖环境。 

国际与国内认证标准各有利弊。国际认证由于专业性和全面性更高，近几年迅速在中国市场

取得电商平台、国际零售品牌、星级酒店和餐饮连锁等终端渠道的认可。国内部分养殖企业取得

国际认证后，也在出口市场得到认可，产量和销售量提升；但国际认证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可操

作性较低，很多指标要求过高，短时间内国内生产者难以达到。国内标准虽然应用程度相对比较

高，但是由于认证的监管不严，导致市场上有很多假的有机和绿色认证产品，消费者对这些认证

产品的认可度不高。 

通过可持续渔业认证来推动中国的渔业可持续发展仍存在一定的障碍。首先，认证的适用范

围仍然有限。小型企业受制于资金和技术限制，一般不会申请认证。大型企业资金雄厚，但大部

分会在面临出口需求时才会申请认证。其次，现阶段的渔业和养殖业改进项目和认证多从采购端

推动，存在一定的机会主义特点，缺乏战略性和长远规划。再加上中国的近海渔业往往以本地或

国内消费为主，市场和供应链分散、碎片化，对可持续认证产品需求很少。因此，基于外贸型供

应链机制的认证手法在推动中国近海渔业的可持续化发展方面落地难度较高。 

针对上述困境，Box 7 中提出了中国在加强水产品溯源体系建设和可持续渔业认证等方面可

行的发展方向。 

 

 

 

 

                                                            

委员会（MSC）通过推动可持续野生捕捞渔业标准、产销监管链标准和生态标签项目，来支持中国区域性

可持续渔业的发展和扩大中国认证水产品数量，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可持续的中国水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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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7:中国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发展方向 

国内海鲜的生产是本地粮食安全的基石，应在海鲜产品溯源及质量监督方面开展探索，以政府

为主导，参考国外成熟经验建立健全法规体系。充分调动市场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探索专业的

可持续性标准，借助全国可追溯平台快速发展的契机，支持行业与 GDST 等全球性框架相互交流和

相接轨，同时重点纳入以下几种关键性数据：1）捕捞海域；2）捕捞方法；3）鱼种是否在濒危物

种名录中（国家重点物种保护名录、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可持续海鲜名录等）；4）渔船是否

登记等。通过对信息的采集、记录、储存与全程可追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海鲜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提高监管效率。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和加工的溯源管理，通过了解市场

需求建立合理的销售模式，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打造“智慧海鲜供应链”的新模式。 

另外，随着中国水产生产和加工业的日趋发展，水产品逐渐向国际化靠拢，水产品的对外出口

贸易量迅速增长，中国更需要发展本地的可持续认证模式。参考全球不同地区渔业改进情况，系统

梳理和分析可持续认证开展情况，制定渔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参考国际认证标准和管理方式，健全

质量标准和信用体系，充分考虑规模企业和小型企业的不同需求，实行自愿和市场导向原则，有步

骤地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认证体系。 

可持续认证体系的建设需要了解供应链与消费者对认证的态度和认识，强化政策配套和宣传引

导，与行业联合推广可持续水产品认证与选择，提升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联动；提供创新激励机

制，吸引更多企业自发参与认证。另外，也应与行业与公众共同打击非法假冒的认证产品，营造安

全放心消费环境，大力普及认证信息，不仅向消费者传递水产品的相关知识，增强消费者的辨别能

力，同时也提高消费者对认证水产品的认知认可度，不断提升其市场占有率。 

推动真正的绿色渔业供应链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渔业捕捞品种是否为濒危物种； 

• 渔业捕捞或养殖是否严重影响自然栖息地（侵占湿地、滩涂、保护区海域等）； 

• 渔业捕捞是否来自于合法捕捞和可追溯来源，没有 IUU 风险； 

• 是否来自于渔业改进项目（FIP/AIP）或取得了可信的负责任认证； 

• 是否有可避免的损失与浪费情况（例如濒危物种和幼杂鱼兼捕）等； 

在建设绿色供应链的过程中，应该鼓励产业上下游共同认可与推进，确保通过供应链的联动来

撬动最佳的生产实践助力海洋保护。尤其对于国内产业链意识较为薄弱的议题，例如基于物种的风

险与可持续性的界定、时间跨度比较长的渔业改进项目等，从海洋保护、渔业政策、公共采购、行

业推广等方面予以扶持，具体包括； 

• 开展国内外渔业改进和认证的对标与梳理，加强政策推动力度，包括开展基础调研、数据

储备、机制对标、扩大规模等行动，从而支持中国渔业管理与国际上的通行指标接轨； 

• 鼓励行业协会、市场主体对可信的改进项目予以更大的认可，优先在公共采购中纳入可信

的改进项目产品； 

• 扶植行业协会等组织，搭建包含综合体系的可持续平台，囊括绿色渔业产业链的各个方面

以及标准的对标； 

• 加强国际交流与互动，增强国际接轨，支持更可持续的水产品国际供应链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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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共识与建议 

一、 加强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资本核算与管理体系优化 

有效保护中国的海洋生态资源和渔业资源需要了解其价值与重要性。首先，中国应优先发展

与海洋和渔业资源开发相关的科学研究与工具，通过海洋资源调查，探明物种多样性、指标物种

的种群数量和分布、繁殖期、生态系统连通性以及生境破碎化等情况，并积极推动科学方法和技

术的标准化，为保护地的科学划定和保护管理计划的设计和实施提供基础；对海洋生态系统价值

核算进行基线研究，加强省级政府与研究机构合作，识别自然资本最高的海洋生态热点，加大保

护力度。其次，重点研究全国的海洋经济活动和发展规划，了解其对海洋资本的依赖和相互关系，

并正确评估海岸带发展与各种活动对于海洋自然资本的影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进行沿

海社区经济发展情况的相关调研，为后续渔业可持续发展与产业转型提供科学依据。第三，在海

洋自然资本管理方面，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高级别沟通与合作，加强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

同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优先创建海洋类型国家公园，构建合理有效的海洋保护地网络体系，增

加海洋保护地面积以及对关键物种与栖息地的保护效果。 

二、  加强基础研究和完善管理制度，建立气候适应型渔业 

气候变化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分布和生产力，以及渔民生计和社区的稳定都产生了显而易见的

影响。建议中国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气候变化与渔业相关工作。首先，政策制定者应确定海洋资

源管理的目标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的改变。将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应纳入海洋管理，

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投资，确定适当的管理基准，监测物种丰度和分布随时间的变化，并制定前瞻

性的政策，以尽量减少不确定性的风险。制定中国渔业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 将渔业应对气候变

化纳入国家和地方各种规划中，并优先考虑渔民和沿海社区，制定渔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中长期规

划。第二，中国应建立有效的渔业管理，减少气候和非气候压力因素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累积影响，

规划海平面上升对沿海社区和生境的影响，保护和恢复本地物种和可能迁入的物种重要栖息地，

从而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的韧性。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增强中国管理新型渔业资源的权力并提高

中国对其他受影响的国家的包容性。这需要在有关鱼类种群的基础科学方面进行合作，并就不断

变化的鱼类种群的管理目标达成区域协议，建立适应不同条件下的准入和资源共享协议， 提升中

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参与相关国际事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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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借助自然解决方案助力可持续渔业发展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自然的构造和力量修复生态环境，维持生态系统平衡，降低运营和维

护的成本。因此，中国在推进可持续渔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从多方面鼓励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包括：探索相关的科学基础和技术，设计明确的指标、标准和管理机制，试点成果的规模化应用，

支持开发长期并且盈利的商业模式等。在发展和设计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时，也应参考国际上已

有的相关原则（WWF，2020）和标准（IUCN，2020），制定符合中国的实施方案和管理制度。

例如，中国的实施方案应提升气候应对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以科学为依据设定可实现和可衡量

的目标；体现自然与社会的协同作用，同时保护自然并权衡其他社会目标；与沿海社区和利益相

关方共同设计和实施，以了解他们最紧迫的挑战，并建立共同责任；确保项目成果可以通过强有

力的监测、评价和报告框架加以量化，可衡量并且可追责。 

四、 加强沿岸拖网禁渔区渔业资源保护力度 

底拖网作业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底栖生物和生态群落造成毁灭性影响，是最不可持续的捕

捞方式。我国于 1955年发布了关于渤海、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线的命令；1981年起所

有机轮底拖网都不得进入上述禁渔区线内作业。然而，底拖网作业在我国沿海（包括禁渔线以内

的水域）仍屡禁不止12。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国近海的捕捞产量近 50%来自选择性差

的拖网作业，因此建议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内禁止拖网作业，同时调整近海捕捞作业结构，逐步

压缩近海拖网渔业的规模，增加钓、刺网渔业规模至合理水平。 

五、 持续完善近海渔业限额捕捞制度建设 

基于沿海九省（市）渔业限额捕捞试点工作经验，加强近海主要经济鱼种的单鱼种渔业资源

调查及其可捕量评估。探索将限额捕捞试点鱼种逐步扩大到主要经济种类的方法，将捕捞产量高

的小黄鱼、带鱼、蓝点马鲛、鲐、海鳗、梅童鱼、太平洋褶鱿鱼等鱼种纳入限额捕捞范畴。探索

适于中国近海多鱼种渔业的限额捕捞新模式，提高限额捕捞制度在中国全面实施的可行性。结合

试点经验，完善近海渔业捕捞的渔获量监测体系，整合渔政、海事、市场等多方监管力量，为限

                                                            

1 法制时报，2015. http://fzsb.hinews.cn/html/2015-08/12/content_4_6.htm 

2 福州新闻网，2021. http://fz.fjsen.com/2021-04/01/content_30686812.htm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专题政策研究报告 

34 

 

额捕捞制度的有序实施提供保障。最后，加强中央与地方的限额捕捞制度立法，为该制度在全国

范围内的顺利开展提供法制保障。 

六、 提升中国水产品供应链的可持续管理 

目前，中国的水产品市场存在生产商良莠不齐、产品种类繁多、销售渠道多种多样等特点。

为实现从源头到餐桌的全过程保障和管理，建议中国尽快制定统一认定标准，如渔业改进项目

(FIP)、水产养殖改进项目（AIP）、可持续渔业捕捞和养殖模式标准。在广泛的行业及市场调研

的基础上，吸收国际现行标准的可借鉴部分，针对国内销售及出口销售不同鱼种的特性进行标准

制定，最终由权威机构进行标准的发布且推广应用，并在现行监管制度基础上，制定针对新标准

的监管措施，切实保障其实施的效果，增强消费者认可度。另一方面，也应增加中国水产品的溯

源管理。在此过程中，不仅应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还可以借助如 GDST 等平台进行国际方面对

标，以溯源管理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 

七、 科学、规范化休闲渔业管理，促进休闲渔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国渔业减船转产政策的加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方式不断改

变，文化、旅游、休闲、体验等需求日益扩大，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激励，休闲渔业得到迅速发

展，已经成为现代渔业经济发展的新亮点。然而，目前休闲渔业的发展还存在着认识不到位、管

理制度不健全、法律法规缺失、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需要加强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基于水

域使用权的休闲渔业限额捕捞管理制度；科学、规范化管理，加强休闲渔业监测、报告和资源评

估，加大资源和环境保护力度；提高休闲渔业从业者的综合素质，推动休闲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让渔民在参与渔业资源保护的同时，获得可持续的经济收益。 

八、 探索社区参与、共同管理的渔业资源保护模式 

过往的渔业资源保护多通过由上至下的方式推进，对政府资源的需求较大，管理成效有限。

建议整合社区与社会资源，探索渔业资源保护的共同管理模式。例如，充分发挥当地社区群众的

积极性，通过举办培训、宣讲等活动，向本地居民深度科普生态功能、环境经济价值等知识，取

得本地居民的认同和支持，引导本地居民在生产与生活中协助进行生态资源（如主要的渔场位置、

当地重要自然资源的分布等）和文化调研，开展社区参与的资源保护工作。可以借鉴守河人模式

的公益诉讼经验，而公民科学有助于保护海岸带和举报违规行为。又如，引入当地社区、企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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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组织等主体，建立保护地观察员监测网络，鼓励本地渔业从业者参与监测观察，由点到面逐

步扩大保护工作参与人员数量、提升保护人员素质、扩大保护项目影响范围，增强海洋保护地生

态环境监管能力，实现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目标。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具有一定经验、有意

愿支持保护区工作和可持续产业转型的人组织起来，形成带头人网络，提升本地居民的归属感，

带动其支持和参与保护工作。 

九、 借助绿色金融助力可持续渔业发展 

目前，中国已将海洋保护纳入绿色金融体系之中。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9 年

发布的绿色产业目录中已将海洋生态友好型项目和技术（海水污染控制和海洋生态系统恢复）列

入重点支持对象之中。在全球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可持续渔业发展还需借助绿色

金融工具创新融资模式，为自然积极的渔业项目提供更多的金融激励。例如，构建渔业金融机构，

为可持续渔业生产发放无需抵押的专项贷款，或者向金融机构的渔业贷款利息予以补贴；建立渔

业担保保险制度，解决渔业生产者贷款时担保不足的问题；加强金融机构声誉风险监管力度，对

非法渔业捕捞可能造成的潜在声誉风险予以提示并提供技术性导则；借鉴国际保护经验，以创新

机制吸纳社会资本投入可持续海洋项目，推行绿色金融工具，拓宽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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